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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古史辨派”的阐述
董焱

（北京社科院历史所）

[摘　要]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在特定的背景下横空出世，给当时乃至以后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古史学界带来

强烈的冲击。他提出的论点以及为古史研究领域提供的研究方法，影响深远。“古史辨派”和以王国维为首的“考古派”之间的

关系，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以往学界侧重于二者的对立，而从他们诞生和发展的轨迹来看，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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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努力周报》月刊《读书杂志》第

9期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在文章“按语”

部分第一次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引发古史

辨运动；1926年顾颉刚将1923年古史讨论及其后辩论古史的一

系列文章编著成册，是为《古史辨》第一册，并由顾颉刚等领

导的出版机构朴社出版。1923年“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发

表，尤其是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使得顾颉刚被学界

确认为“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他倡导的疑古思潮给学界

带来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讨论；而由他提出的“层累古史学

说”，更是给20世纪的史学界带来了观念层面的深刻影响。

“破”、“立”、“疑古”、“信古”这些语境已经无法和古

史辨派割裂开来。学界对其毁誉参半。有如胡适和郭沫若等明

确支持和肯定者，胡适认为“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

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颉刚的‘层累地

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

元了”。郭沫若则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

确是个卓见……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

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

为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

古史辨派确立 后，对其的质疑声也一直绵绵不断。应该

说古史辨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和胡适“整理国故”运动影响

下产生的，“层累说”提出之时，中国近代考古学并未建立，

殷墟甲骨、先秦简牍等重要出土材料也尚未发掘。这一时期，

关于上古历史的建构，主要受之前两次古史重建的影响：第一

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重建；第二次是

汉代对先秦历史的重建。在20世纪初，中国人旧的古史观念

里，没有人对黄帝、尧、舜、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1917年

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开头一章便是“中国哲学

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

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让年

轻的胡适在北大迅速站稳了脚跟，傅斯年、顾颉刚也深受其启

发和触动。狭义的“疑古”即是指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学者在

《古史辨》七册所论及的所有具体问题，如对尧舜禹历史人物

真实性的质疑和解释，对《国语》《周礼》《老子》《易经》

《尚书》等古书的成书年代、具体记录真伪等进行的辨别讨论

等。《古史辨》出版到40年代，《古史辨》停止出版后这一学

派就不复存在。但实际上30年代以后其主要领导人物其实已分

别转移研究兴趣，胡适从1929年以后就宣称由“疑古”变为

“信古”，支持傅斯年的中研院史语所考古发掘和信史重建工

作，曾改号“疑古”二字的钱玄同也逐渐退出这个舞台。而广

义上的“疑古”是运用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

对旧的上古史实的再考证、对传统历史观念的再审视和价值重

估的过程。因此疑古学派所疑的“古”，实际上包括传说与历

史混杂的上古史纪录，史学仍与经学杂糅尚未独立的学科状

态，与历史进步的观点迥异的历史循环意识。在此意义上，疑

古作为思潮，不仅影响到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也可以说其

对史学的影响也至今未绝。而对其批评者则指出古史辨派不注

重考古，以古书考证古书的弊端。应该说顾颉刚和古史辨派在

主张和实践上其实从未将疑古与信古、推翻伪史与重建信史对

立起来，也从未将自己的学术追求仅仅止于对古史的“破”，

而反对“立”。他在第一册《古史辨》的序言末尾着重强调

过：“第一，这书的性质是讨论的而不是论定的，里面尽多错

误的议论。现在为保存讨论的真相计，不加改正。希望出版之

后，大家切切实实地给以批判，不要轻易见信。第二，古史的

研究现在刚才开头，要得到一个总结论不知在何年。我个人的

工作，不过在辨证伪古史方面有些主张，并不是把古史作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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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理，更不是已把古史讨论出结果来。希望大家对于我，能

够知道我的学问的实际，不要作过度的责望。第三，我这本书

和这篇序文中提出了多少待解决的问题。像我这般事忙学浅的

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把这些问题得到一个约略的解决，说

不定到我的生命终止时还有许多现在提出的问题不曾着手。读

者诸君中如有和我表同情，感到这些问题确有研究的价值的，

请便自己动手做去。总结一句话，我不愿意在一种学问主张草

创的时候收得许多盲从的信徒，我只愿意因了这书的出版而得

到许多忠实于自己的思想，敢用自力去进展的诤友。”

1930年初夏，《清华学报》刊登了顾颉刚的《五德终始

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这篇文章是源于梁启超、吕思勉、

栾调甫、刘节等辩论“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在此基础上撰写

而来。紧接着同年六月《燕京学报》刊登了钱穆的《刘向歆父

子年谱》一文。钱文“仿王静安先生《太史公行年考》之法，

证明刘歆并非窜改群经，《周官》《左 氏传》二书皆先秦旧

籍，而今古学之分在东汉以前尤未彰著”（青松《评〈刘向歆

父子年谱〉》）。《年谱》在学界引发了巨大轰动，陈寅恪称

赞其为“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1931年4月13日，《大 公

报·文学副刊》发表了钱穆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

和历史〉》，随后顾、钱二人先后在《大公报》副刊发表文

章，这些文章悉数收录于《古史辨》第五册下编，带来了古史

辨派继“大禹是条虫”之后又一次高潮。

对于古史辨派的批评者，如张荫麟就于《评近人对中国古

史之讨论》一文提到：“层累说多赖默证以立，超过了默证法

使用的限度，缺陷在于滥用默证。”关于层累说论及尧舜禹事

迹，他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

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

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

证’。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他

指出，顾颉刚论证几乎全用“默证”且“十九皆违反其适用之

限度”。

而以王国维为首的“考古派”更是对“疑古”运动持批评

态度。但是顾氏的“古史层累说”的形成，与王氏的“考古”

学说有很大的关联性。顾氏文章中关于“禹的见于载籍”，以

《商颂·长发》为最古，他提到“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商

颂》“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这时对禹的观念是一个

神”。这里的“王静安先生的考定”，就是《说商颂》一文。

王氏在此文中认为《商颂》是“宗周中叶宋人所作” 其中证

据之一是“自其文辞观之，则殷虚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

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 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

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

宗周中叶以后相类”。顾氏对此说颇为赞同，随后他提供的两

个证据：一是《诗经》中的相关文献；二是《秦公敦》《齐侯

镈、钟》等器物上的记载，均出自王氏《古史新证》。对于这

种关联性，顾颉刚毫不避讳，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古史新证第一二章附跋》中都有明确的表述。随后，顾颉刚

针对刘掞藜、胡堇人的批驳，发表了《答刘、胡两先生书》，

提出四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他指出，根据古书记载，“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他

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只是春秋之后，各民族始祖的传说才

逐渐被归到一条线上，因此 “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

合为分合”。这个观念的提出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有直

接关系。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1941

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顾颉刚“原在阐明殷商时代社会的真

相”，“据古文学派的解释，商、周两朝是同 父异母的两个

兄弟的子孙所建立。商的始祖是契；他的母亲是简狄，他的父

亲是帝喾。周的始祖是弃，即后稷；他的母亲是姜嫄，他的父

亲也是帝喾”。但是，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则“根

据地下的新史料以与纸上的旧史料相比较”，指出“殷、周的

典章制度都不相同”，显然是“两个系统”。应该说顾颉刚并

没有完全接受《殷周制度论》的观点。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

册自序》中提到“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

条路是大路”，但问题是他们“不能大胆辨伪，以致真史中杂

有伪史”，比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依据《帝系姓》

的话说“尧舜之禅天 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颛顼后，本可

以有天下；汤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与德，然汤武皆帝喾后，亦

本可以有天下”，乃全本于秦汉间的伪史。顾颉刚将王氏的学

说论证了“古史层累说”，并进而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

的观念”，可谓“新证”成就“疑古”。

1929年12月，顾颉刚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周易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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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古史辨》第３册上编所收录的文章，

多与此文有关，可见此文在当时学界的影响。这篇文章也在一

定程度上借鉴了王氏“古史新证”的成果。这主要体现在“王

亥丧牛羊于有易”上。文中提到的 “王静安先生的研究”，

就是王氏《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王国维的《殷卜

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写成于1917年，不久后王氏又撰成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发表在《学术丛编》第１

6册上。后来王国维根据之前发表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

考》及其《续考》，撰写了《古史新证·殷之先公先王》。

三篇文章关于“王亥”的考证均未见引用《周易》中的相关文

字。1928年10月，容肇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第１期上发表了《占卜的源流》，在此文中，容肇祖提到

“不是经王国维的发现，亦未易知其为何”。当时学界还有余

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和郭沫若《周易的时代背景

与精神生产》两文，但是此两文所举“史实”均不见“王亥的

故事”。直到顾颉刚，这一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在1926年6月

之前，顾颉刚都未能在《周易》中发现“王亥的故事”。《顾

颉刚读书笔记》可为其证。但不久之后，通过对《古史新证》

再次研究中，顾氏便在《周易》中发现了“王亥的故事”。顾

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与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

公先王考》两篇文章旨趣相距颇大。顾颉刚主要侧重于通过将

“时代意识不同，古史观念不同”的《周易》《易传》这两

部书进行区分，从而打破《周易》“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

位”。而王文则力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与其

力辨古史之虚伪，不如从事发掘，研究地质或考古，去寻求古

史的真相。换句话说，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顾氏

的结论，是建立在王氏成果之上的。

王国维对“疑古派”及“古史辨运动”的批驳是由始至

终的，“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但他的古史新证的

诸多研究成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

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汉代文字考》《桐乡徐氏

印谱序》等，被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所用。“古史辨运

动”在时间和深度两个维度上之所以能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

也是由于他们探讨的问题，涉及中国古史研究朔源和方法的问

题，借此引起其他论点相异的学者的尖锐批驳。因为只有批

评，才能引起双方的辩论，进而推动运动的发展。在评价这场

学界运动的时候，不仅要重视学派内部的理论构建和努力，同

时也应该看到来自观点不同阵营的学者，所提供的滋养和启

发。对于“古史辨派”的学术评价我们不应该脱离学术史的研

究范畴，自“古史辨派”创建之日开始，李玄伯、陆懋德等人

即提出其限于古书考辨，未能举出考古上之材料，故不能解决

古史问题。直到２０世纪末，以李学勤为首的学者呼吁“走出

疑古”时代。但是通过本文的论述，顾颉刚、钱玄同，杨宽等

人，在论证的过程中，都是积极参考王国维的考古成果。周予

同在《五十年之中国新史学》一 文 中 指 出：，无论是在研

究目的，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与

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考古派”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周予同

还指出，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考古派”对“疑古派”提

出了“修正 意见”。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与以王国

维为代表的“考古派”或曰“释古派”之间的“方法”虽然存

在较大的差异，但于古史研究领域，其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具

体论证的过程中，都是极具开创性的，同时也极具关联性。这

是需要在学术史上得以重新审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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